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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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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１１９）

摘　要：为了研究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与其舆地研究、方志理论的建树之间的关系，通过

对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协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参与修纂陕西方志、广交学界名儒等活动进行研

究。研究认为洪亮吉在毕沅及其幕中学人的影响下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不但确立了他的舆地

研究方向，还在方志修纂实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其方志思想初步形成；不足４年的游

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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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亮吉是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他的学术研

究涉及文学、经学、小学、史学、舆地学、方志学等

诸多领域且成绩非凡，时人袁枚在《卷施阁文乙集

序》中称洪亮吉“于经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

传古义》《左传诂》二书；于史精地理，所著有《三

国》《东晋》《十六国疆域》三志，刊《史记》以下四

史谬误十二卷，又以宋李继迁传国逾百年，而事迹

阙略，复成《西夏国志》十六卷；于六书通谐声，所

著有《汉魏音》四卷，外为诗至二千首，文及杂著数

百篇，而所修府州县志及为幕府笺奏不与焉”［１］。

洪亮吉生活在经学昌明，汉学处于鼎盛阶段的乾

嘉时期，他的治学旨趣、研究方法无不受到乾嘉学

派的影响，而其在陕西巡抚毕沅节署的游幕经历，

则对其学术研究领域的拓展及学术思想的形成均

产生了较大影响。目前有关洪亮吉的研究成果颇

丰，涉及到洪亮吉学术研究的各个方面，但对其游

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活动则鲜有关注，有鉴于斯，本

文拟在梳理洪亮吉游幕陕西时所从事学术活动的

基础上，探讨这段经历对其学术旨趣、治学方法及

学术思想的影响。

一、游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活动

　　年轻时代的洪亮吉与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将人

生的希望寄托在科举考试上，但时运不济，屡困场

屋，为了谋生不得己前往安徽学政朱筠幕府，与好友

黄景仁一同协助朱筠校书。洪亮吉在朱筠幕府时间

虽然不长，但却是他学术人生的第一个重要阶段，期

间深受朱筠影响，加之与乾嘉学派中坚人物邵晋涵、

王念孙、戴震等学者的交往，不仅掌握了最新学术动

态，而且很快融入到清代的主流学术研究中，开始涉

足经学及小学的研究。赵怀玉在为洪亮吉所作墓志

铭中说：“朱学士筠视安徽学，往从之游，所交多知

名士。始，君擅词章，至是乃兼治经。”［１］乾隆四十

五年（１７８０），已入毕沅幕府的孙星衍写信给洪亮

吉，“并札言陕西巡抚毕公沅钦慕之意”［２］，洪亮吉



于是决意游秦，并于次年五月抵达西安，受到毕沅的

欢迎和款待，直至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元月毕沅移任

河南，洪亮吉才于同年二月离开西安前往开封。洪

亮吉自称“五年为客曲江头，屡向慈恩寺里游”［１］，

实际客居陕西还不足４年，期间除协助毕沅处理日

常事务外，还协助毕沅编校图籍，修纂陕西方志，积

极从事学术活动，成为其学术人生的又一个重要

阶段。

（一）协助毕沅编校图籍

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正值社会安定、经济繁荣

的乾隆中期，在清政府稽古右文政策的影响下，各级

官员都将发展学术文化事业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毕

沅在陕西任职期间，即特别重视文化事业，先后组织

编纂或整理刊刻了大量图籍文献，受到学界的肯定

和好评。毕沅的学术成就并非凭借一己之力，而是

在幕宾的协助下完成的，洪亮吉自然也参与其事，不

但协助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还参与了《经训堂

丛书》的校勘工作。

司马光《资治通鉴》成书后，续之者不一而足，

但或多或少都存在各种缺憾，有鉴于此，毕沅于乾隆

三十七年（１７７２）任陕西布政使之始就着手修《续资

治通鉴》，前后“经营三十余年，延致一时轶才达学

之士，参订成稿，复经余姚邵二云学士核定体例付

刻，又经嘉定钱竹汀詹事逐加校阅”［３］。冯集梧

《序》《续资治通鉴》显然是一部成于众手的巨著，洪

亮吉游幕陕西期间，《续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正在

进行当中，洪亮吉当以“轶才达学之士”的身份参与

了此书的编纂。孙星衍在《翰林院编修洪君传》中

说洪亮吉于乾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考中举人后，“旋

至关中，依毕抚部沅与纂宋元资治通鉴，始为地理之

学，撰补三国十六国疆域志等书”［１］。钱大昕的曾

孙钱庆曾在《竹汀居士年谱续编》中说《续资治通

鉴》“先经邵学士晋涵，严侍读长明，孙观察星衍，洪

编修亮吉及族祖十兰先生（钱坫）佐毕公分纂成书。

阅数年，又属公（钱大昕）复勘，增补考异，未蒇事而

毕公卒，以其本归公子”［４］。江藩《国朝汉学师承

记》亦言：“君在毕尚书沅幕中最久，预修《宋元资治

通鉴》，修陕西、河南各州县志，是以深于史学，而尤

精地理沿革所在。”［５］因此，洪亮吉与当时游幕陕西

的著名学者孙星衍、严长明、钱坫一样，都参与了

《续资治通鉴》的编纂。

期间，洪亮吉又发挥其擅长校勘文献的特长，协

助毕沅校理图书，主要工作之一即是参与《经训堂丛

书》的校勘。毕沅编纂的《经训堂丛书》共收图书２１

种，“太半为毕氏校正及自撰之作，然亦幕府群贤赞襄

之力为多”［６］。幕府群贤主要负责《经训堂丛书》的

校勘，其中地理类图书共６种５１卷，均由洪亮吉负

责。乾隆五十年（１７８５），洪亮吉在《晋太康三年地志

王隐晋书地道记后叙》中说：“《灵岩山馆丛书》（即

《经训堂丛书》）大类有三：小学家一，地理家二，诸子

家三。地理自《山海经》至宋敏求《长安志》，凡若干

种。先生以亮吉粗知湛浊，梢别广轮，每成志地之书，

辄预校雠之役。阏逢执徐岁壮月（即乾隆四十九年八

月），所校《太康志》《地理志》二卷刊成，授简宾筵，命

书后序。”［１］王桂平先生认为《经训堂丛书》校勘精

审，均由各方面名家校勘，“其中所校小学书由江声校

正，地志书主要由洪亮吉校勘，如《山海经》、《长安

志》等，诸子书除《吕氏春秋》由梁玉绳校勘，多由孙

星衍、洪亮吉校勘，孙星衍主要校诸子方面书籍，其对

《墨子》一书贡献最大。”［７］

（二）参与修纂陕西方志

毕沅任职陕西期间，积极响应清政府定期修纂

方志的号召，大力倡导并支持各地修纂府州县志而

且效果显著，毕沅本人对其在陕西的修志成就也甚

为满意，曾在《淳化县志序》中说：“余自壬辰岁（即

乾隆三十七年）开府西安，于关中州县之志皆次第

修举。”［８］当时毕沅幕府云集了一批著名学者，其中

许多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陕西方志的修纂工

作，洪亮吉就先后主修了《延安府志》、《淳化县志》、

《长武县志》及《澄城县志》，为陕西的修志事业做出

了贡献。

乾隆四十六年（１７８１），洪亮吉来到西安不久，

即“代庄州判?修《延安府志》，岁杪方竣”［２］。因此

志不存，洪亮吉修纂《乾隆延安府志》一事鲜为人

知。陈光贻认为《延安府志》“采摭丰富，考据甚

详”，系洪亮吉代同乡、时任咸宁知县的庄?所修。

嘉庆七年（１８０２），洪蕙升任延安府知府，在洪亮吉

所修《延安府志》的基础上“重为订补”，修成《嘉庆

延安府志》，因当时洪亮吉获罪遣戍伊犁，洪蕙可能

有所忌讳，于是“大变亮吉所订编例”，并效仿章学

诚的修志体例，将《嘉庆延安府志》分为纪、表、考、

略、传录、文征六大类，与洪亮吉的修志体例格格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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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９］。因为各自修志主张不同，甚至对立，再加上洪

亮吉获罪流放，洪蕙所修《嘉庆延安府志》虽然承袭

了洪亮吉《乾隆延安府志》的内容，但对洪亮吉其人

则只字未提［１０］。

《延安府志》是洪亮吉参与修纂的第一部方志，

之后洪亮吉又先后修纂了３部陕西方志。乾隆四十

七年（１７８２），州及所属三水、长武、淳化三县请求重

修志乘，毕沅于是嘱洪亮吉协助淳化县知县万廷树纂

修《淳化县志》，历时５月告竣。同年，长武知县樊士

锋筹备修志，又延请洪亮吉“发凡起例”，修纂《长武

县志》，次年五月，洪亮吉赴山西料理好友黄景仁的丧

事，未及完成全志的修纂［１１］。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澄城知县戴治感叹本县方志虽始修于明嘉靖年间，但

保留下来的只有顺治六年（１６４９）路世美所修《续澄

城县志》，于是聚集乡贤、绅士、里老共议修志，并请示

陕西巡抚毕沅，毕沅推荐洪亮吉协助编排纂修，孙星

衍也参与其事，历时四月而成书。后来洪亮吉在《淳

化县志叙录》中总结自己在陕西的修志成就时说：

“予自岁辛丑（乾隆四十六年）入关，撰定此间方志者

三，同州之澄城，州之淳化、长武是也。”［１］可能因

《延安府志》系代庄?修纂，洪亮吉与庄?既是同乡，

又是相识多年的挚友，故未鲜明提及。

二、游幕陕西期间的学术成就

　　不足４年的游幕陕西生活，在洪亮吉６４年的人

生中相对短暂，似乎不值一提，因此许多传记资料都

忽略了洪亮吉的这段人生经历，如赵怀玉、吴锡麒、

孙星衍、恽敬、秦瀛、李元度等人所撰碑传墓表，以及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清史列传·洪亮吉》等均

只字未及。其余传记即使有记载也极其简略，如法

式善《洪稚存先生行状》言洪亮吉与孙星衍游秦：

“居毕制府沅幕，为校刻诸古书，而日游秦中名胜，

诗文益胜。”［１］孙星衍《翰林院编修洪君传》言洪亮

吉中举后“旋至关中，依毕抚部沅与纂宋元资治通

鉴，始为地理之学，撰补三国十六国疆域志等

书”［１］。谢阶树《洪稚存先生传》言洪亮吉遭母丧后

数年“游陕之西安”［１］。《清史稿·洪亮吉传》谓洪

亮吉“初佐安徽学政朱筠校文，继入陕西巡抚毕沅

幕，为校刊古书”［１２］。然而纵观洪亮吉的学术人生，

其在游幕陕西不足４年的时间里，不但确立了他的

舆地研究方向，而且在修纂方志的实践中开始方志

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方志思想初步形成，其成就不亚

于游幕朱筠幕府。

（一）舆地研究特色凸显

洪亮吉初涉学术研究领域，研究兴趣主要集中

在经学及小学之音韵、训诂等方面，并且终其一生，

都未曾放弃经学及小学的研究，但是其学术成就最

高的领域不在经学而在舆地学。如果说早期游历朱

筠幕府为其从事经学及小学研究奠定了基础，那么

中期游历毕沅幕府则确立了他的舆地研究方向。

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在舆地研究方面取得了

可喜的成就。洪亮吉一生所撰舆地著作主要有《宋

元通鉴地理通释》《补三国疆域志》《东晋疆域志》

《十六国疆域志》《贵州水道考》《乾隆府厅州县图

志》《西夏国志》等，其中前３种均完成于游幕陕西

期间。乾隆四十三年（１７７８），洪亮吉在校书的过程

中已经发现正史多有缺略，于是“留心裒辑者二

载”，准备撰著《补三国疆域志》，不久因困难重重而

中止，后来考虑到自己在此研究上“用力既久”，不

忍半途而废，于是克服各种困难完成补作［１］。《补

三国疆域志》是洪亮吉从事舆地研究的第一部著

作，林逸所辑《洪亮吉年谱》将此书撰成时间系于乾

隆四十五年（１７８０），并称洪亮吉此年“始为地理之

学”［１３］，而孙星衍则言洪亮吉入陕后“始为地理之

学”［１］，并撰成《补三国疆域志》等书。根据洪亮吉

《三国疆域志序》，其撰著此书始于乾隆四十三年

（１７７８），两年后中辍，不久又继续补作，历经艰辛始

成书，则其完成此书耗时不止两年，加之洪亮吉与孙

星衍关系密切，孙星衍所言更为可信。此外，洪亮吉

的另一部舆地著作《宋元通鉴地理通释》未见传本，

洪亮吉的孙子洪用鉞所辑《授经堂未刊洪亮吉著述

有关书目》收有《宋元通鉴地理通释》一书，并谓“是

书成于助毕氏沅成《续资治通鉴》时”［１］，则此书当

是协助毕沅编纂《续资治通鉴》的副产品，即如孙星

衍所言，与《补三国疆域志》一样都完成于游幕陕西

期间。继《补三国疆域志》后，大约在乾隆四十八年

（１７８３），洪亮吉又撰成《东晋疆域志》①。乾隆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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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吕培、林逸所撰《年谱》均谓洪亮吉《东晋疆域志》《十六国疆域志》

成书于乾隆五十一年（１７８６）。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序》言：“乙巳岁，客开封
节楼，燕居多暇，因杂取诸书辑成之，距《东晋疆域》之成不逾二稔。”乙巳即乾

隆五十年（１７８５），则《东晋疆域志》成书当在乾隆四十八年（１７８３）。



年（１７８５），毕沅移任河南，洪亮吉又追随至开封节

署，“燕居多暇”［１］，因杂取诸书，仿《东晋疆域志》之

例，撰成《十六国疆域志》。

前后５年时间，洪亮吉相继完成了４部舆地著

作，游幕陕西无疑是其学术旨趣发生转变的关键时

期，可以说，本来就对舆地研究发生兴趣的洪亮吉，

深受毕沅地理“有益于实事实学”思想的影响，并在

协助毕沅校刻地理图籍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

将研究领域转向舆地学，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研究特

色。自此以后，洪亮吉对舆地研究的热情一发而不

可收拾，并且终其一生醉心于此。乾隆五十三年

（１７８８），洪亮吉在《中州金石记后序》中说：“亮吉于

金石之学，素寡究心；而舆地之嗜，几于成癖。”［１］乾

隆五十七年（１７９２），洪亮吉在《新修镇远府志序》中

亦言“予好为地理之学”［１］。时人及后人都对洪亮

吉的舆地研究给予肯定，赵怀玉在《洪君墓志铭》中

说洪亮吉生平所著书凡二百六十余卷，“训诂地里，

尤所颛门”［１］；江藩认为洪亮吉“深于史学，而尤精

地理沿革所在”［５］。光绪年间，王国钧在《重刊北江

诗话序》中称赞洪亮吉“生平著作等身，以诂经舆地

之学，为本朝巨擘”［１］；《清史稿·洪亮吉传》称赞洪

亮吉“词章考据，著于一时，尤精研舆地”［１２］；张舜徽

称“亮吉之学，长于舆地，亦喜为训诂考订之事。

……盖亮吉究心于疆域沿革，最号专门。亦留意于

声韵故训，博通苍雅。故其论学之文，自以涉及舆地

及文字者为较精”［１４］。可见游幕陕西期间，洪亮吉

的学术旨趣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舆地研究特色日益

凸显。

（二）方志理论初步形成

游幕陕西期间，洪亮吉除完成《补三国疆域志》

等舆地著作外，还先后修纂了４部陕西方志，而且在

修纂方志的实践中，特别注重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方

志思想初步形成。洪亮吉的方志理论包括对方志起

源、性质的认识和修志主张两个方面［１５１６］，无论是前

者还是后者，在洪亮吉所修陕西方志中均有不同程

度的体现。关于方志的起源，洪亮吉在《新修澄城

县志序》中提出了“一方之志，始于《越绝》”［１７］的观

点，这一观点后来在《与章进士学诚书》中升华为

“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１］。此外，对旧志的内容

变化、体例优劣等问题，洪亮吉也提出了自己的看

法，认为方志内容当以地理为主，并对宋代以后方志

书“舍地理而滥征名宿，略方域而博采词章”提出批

评［１７］。洪亮吉认为古代方志如《三辅黄图》、韦述

《关中记》、宋敏求《长安志》、程大昌《雍录》等体例

最善，“咸可准绳”，宋代以下方志则不尽然，尤其对

明代诸贤所修方志颇为不满，认为其“事非师古，苟

为简略，即故城旧渎皆弃之如遗”［１］，即使是广受赞

誉的康海《武功县志》和韩邦靖《朝邑县志》亦属“以

意排纂，漫无体例”之作［１７］。

洪亮吉的修志主张在修纂陕西方志时亦有不同

程度的反映。如修《澄城县志》时，明确提出了“信载

籍不信传闻”的主张，此志所记城郭镇堡、寺庙廨宇等

内容，均采自正史地理志及诸地理书，二者皆缺则以

旧志为主参考州志、通志补之，并且遵循“传闻之未

信，方册之难凭者，咸无取焉”的原则［１７］。后来，这一

主张在修《泾县志》时得以升华，洪亮吉在《泾县志

序》中明确指出：“盖撰方志之法，贵因而不贵创，信载

籍而不信传闻，博考旁稽，义归一是，庶乎可继踵前

修，不诬来者矣。”［１８］此外，洪亮吉主张修志以地理为

本，重视地理沿革，内容繁简适中。其所修《淳化县

志》前三卷均为考述淳化县地理沿革的内容，而《澄

城县志》又在重视地理沿革的基础上突出山、水的重

要性，其中卷四“山属”记载了澄城县１５座山谷、高

原；卷五“水属”又记载了澄城县２２处河流、泉水、井

渠的位置与名称等。后来，这一主张在修《泾县志》

时升华为“一方之志，山水最要”［１８］。长武县知县樊

士锋在《重修长武县志叙》中称其与洪亮吉“发凡起

例”，当时洪亮吉已经提出了“宁繁勿简，宁朴勿

华”［１１］的主张，之后在修《泾县志》时，这一修志主张

更加成熟，在《泾县志序》说：“一方之志，苟简不可，

滥收亦不可。苟简，则舆图疆域，容有不详，如明康海

《武功志》、韩邦奇《朝邑志》①等是也；滥收，则或采传

闻，不搜载籍，借人材于异地，侈景物于一方，以致讹

以传讹，误中复误，如明以后迄今所修府州县志是

也。”［１８］凡此，说明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在纂修方志

的实践中，方志理论已经初步形成。

三、游幕陕西对洪亮吉的影响

　　游幕陕西是洪亮吉学术人生的又一个重要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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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嘉庆泾县志》卷首所载洪亮吉《泾县志序》及《洪亮吉集》所收《泾县

志序》均作“韩邦奇《韩邑志》，“韩邦奇”当系“韩邦靖”之误。



段，期间他广交学者名儒，积极参与各种学术活动，

取得了一定的学术成就，研究方向也从经学转向史

学，尤其在舆地研究和方志纂修方面成绩突出，研究

特色日益凸显，方志理论初步形成，学术影响不断扩

大，可以说在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游幕陕西对洪

亮吉的学术人生产生了长足而深远的影响。

第一，游幕陕西期间，洪亮吉生活相对稳定，心

情愉快舒畅，为其安心参与学术活动、从事学术研究

创造了条件。与之前困窘的生活相比，洪亮吉游幕

陕西期间，基本结束了长期以来捉襟见肘、为衣食温

饱忧劳奔波的生活。此一时期洪亮吉的诗文作品格

调明快，积极向上，鲜见之前的凄楚与悲凉，这种变

化主要得益于毕沅的资助。毕沅爱惜人才，礼贤下

士，奖掖后学，不遗余力。洪亮吉在《书毕宫保遗

事》中称毕沅 “闻有一艺长，必驰币聘请，惟恐其不

来，来则厚资给之”［１］，又在《将赋南归呈毕侍郎六

十韵》诗中咏道：“公也待士均，一一勤劳徕。轩寮

皆周行，阙物即颁赉。”［１］显然在物质生活方面，洪

亮吉多得毕沅资助，不仅如此，毕沅听闻洪亮吉在家

乡常州租赁的住宅狭小低矮，还为其赠资购宅，“即

今花桥北居第也”［２］。同时，乾隆中期，政局相对安

定，洪亮吉与流寓陕西的学者名儒遍游秦中名胜，频

繁地举行诗会，赋诗唱和，其乐融融。乾隆五十年洪

亮吉追随毕沅来到河南开封，正值河南干旱，治河工

作迫在眉睫，无暇他顾，不由发出了“不复有关中唱

酬之乐”［２］的感叹，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洪亮吉在

陕西时的愉悦生活。因此对洪亮吉来说，稳定的生

活、愉悦的心情、宽松的环境、浓郁的学术氛围，有利

于他专心致志地从事阅读写作和学术研究。此外，

洪亮吉游幕陕西期间，有机会接触学者名儒，方便阅

览图书文献和参与各种学术活动，可谓如鱼得水。

第二，毕沅对洪亮吉的影响至为重要。洪亮吉

初抵西安，“毕公闻先生来，倒屣以迎。翊日，遂延

入节署”［２］。此后，毕沅不仅将筹划兵饷、修茸城墙

的事务交付洪亮吉等人，还将编纂图籍校勘文献的

工作交给他，并推荐他参与多部陕西地方志的修纂。

毕沅的赏识和提携，为洪亮吉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

机会和条件，毕沅的信任和肯定给了洪亮吉从事学

术研究的信心和动力。此外，毕沅的学术思想也对

洪亮吉产生了较大影响。洪亮吉对舆地研究产生兴

趣当始于早期游幕及襄助幕主校理图书等学术活

动，而真正开始舆地研究并确立舆地研究方向则是在

游历毕沅幕府期间。当时正值清代地理学蓬勃发展

之际，毕沅本人又认为地理学不但有益于实学，而且

有利于民生，平生于为官之暇“于地理尤所究心”，喜

好搜讨地理图书，特别重视舆地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毕沅任职陕西期间，先后整理出版了多部与陕西有关

的地理文献，并重视实地考察基础上著书立说，撰成

《关中胜迹图志》，组织编纂《西安府志》，校勘《三辅

黄图》、宋敏求《长安志》等，期间所辑《经训堂丛书》

集其学术之大成，而地理著作又占相当大的比例，凡

此都说明毕沅对舆地学的重视。洪亮吉身为毕沅的

幕宾，浸淫其中，学术旨趣、研究方法不能不受其影

响，洪亮吉在为毕沅《晋书地理志新补正》所作的后

序中说：“亮吉从先生久，又舟轮所周，殆半区宇，每兴

焉眺览，方册必俱，资于见闻，藉证今昔。因先生此

书，遂续为《东晋区宇》《十六国区宇》二志，于实土、

侨置星离豆剖者，庶不至理乱丝而紊。行将乞先生序

之，庶可附是书以传也。”［１９］

第三，与同在毕沅幕府中的学者交往也对洪亮

吉的学术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洪亮吉入秦前即结

交了汪中与孙星衍，在谈及汪中对他的学术影响时，

洪亮吉在《又书三友人遗事》中说：“余弱冠后始识

中，中频以有用之学相勖，余始愧励读书，今之有一

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１］洪亮吉与孙星衍既

是同乡，又是挚友，两人交往颇深，早年均以诗著名，

与黄景仁等号称“毗陵七子”，后来二人同在学人幕

府襄校文献，又经孙星衍引荐进入毕沅幕府，共同协

助毕沅编校图籍，同修《澄城县志》。洪亮吉在《读

长庆集寄孙大》诗序中说：“《长庆集》乐天自序，长

微之七年。今亮吉春秋三十四，而季仇（即孙星衍）

年才二十七，与微之小于乐天同。二人之交亦不减

元白，所不逮者，或名位耳，其他尚可企及也。”［１］阮

元《山东粮道渊如孙君传》谓孙星衍“不欲以诗名，

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心通其

义”［２０］。后人亦谓洪、孙二人相互切磋研讨，“学益

宏博，时又称孙洪”［２１］。此外，毕沅幕府学者云集，

当时的学者通儒如吴泰来、严长明、钱坫等人都在幕

中，洪亮吉常常与之交流辩论，正如孙星衍在《留别

诗》自注中所言：“予与严道甫（长明）、钱献之

（坫）、洪稚存（亮吉），王秋塍（复）客节署最久，议

论时有不合。”［１］乾隆四十九年（１７８４），程晋芳乞假

４２

王雪玲，等：洪亮吉在陕西的学术活动及影响



来陕，甫抵西安即一病不起，毕沅与洪亮吉为其“营

画医药，及没，皆躬视含敛”［２］。与以上著名学者的

交往，对洪亮吉学问的增长、成熟有着重要作用，

“可以说，洪亮吉在学术上的成就，一方面得益于自

己的智慧和勤奋，另一方面也和与其他学者的学术

交流分不开，同其他学者的交往是洪亮吉在学术上

有所成就的重要外因”［１０］。有学者指出：“乾嘉时期

学者的学术声誉之显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学

术交往范围的大小、交往对象层次的高低。”［２２］洪亮

吉的交往范围不可谓不广，交往对象之层次不可谓

不高，因而他受到的影响更为显著，他的学术研究也

受到学术界同行的普遍关注，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学

术声誉不期而至，游幕陕西成为洪亮吉学术道路上

的黄金时期，这段经历对他个人的成长及学术研究

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四、结语

　　清代乾嘉之际是游幕之风流行、学术活动繁盛

的时代，“上自朝廷大臣，下至督抚学政以至道府州

县各级官员，纷纷致力于文事。或编书著书，或校梓

群籍，或衡文取士，或日事翰墨，或以文会友，或诗酒

唱和，此类活动，大多凭借幕宾。而众多才华横溢却

屡踬场屋、难入仕途的贫寒士人，为求得一谋生之路

和读书治学的环境，亦纷纷投至各级官员幕下。士

人游幕成为当时普遍的社会现象，一些吸纳了较有

名学人的重要幕府随之出现，对清代学术文化的发

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２３］。与此同时，游幕现象对

士人学术素养的提高和学术取向的改变也产生了不

同程度的影响。就洪亮吉而言，朱筠与毕沅是对他

影响最大的两位幕主。朱筠视学安徽，“一时人士

会集最盛”，［１］洪亮吉与之密切交往，由辞章之学转

向经史之学。毕沅抚陕，幕中学人云集，洪亮吉与之

往来辩论，广泛交流，并积极从事各种学术活动，协

助毕沅编纂校勘图籍，修纂陕西方志，不但确立了其

为之奋斗一生的舆地研究方向，还在修纂方志的实

践中进行方志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方志思想初步形

成，不足４年的游幕陕西经历，无疑是洪亮吉学术人

生的重要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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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 陈光贻．稀见地方志提要［Ｍ］．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８７．

［１０］ 王梓奕．洪亮吉的方志学成就［Ｄ］．西安：陕西师范大

学，２０１０．

［１１］ 沈锡荣，王锡璋．宣统长武县志［Ｃ］／／佚名．中国地方

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１１册．南京：凤凰出版社，

２００７：１８０．

［１２］ 赵尔巽．清史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１３］ 林逸．清洪北江先生亮吉年谱［Ｍ］．台北：台湾商务印

书馆，１９８１．

［１４］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３．

［１５］ 王卫平．洪亮吉的方志学思想［Ｊ］．史学史研究，１９８８

（１）：４８５３．

［１６］ 王新环．洪亮吉的方志纂修思想［Ｊ］．图书情报研究，

２０１０（４）：５８６０．

［１７］ 戴治，洪亮吉，孙星衍．乾隆澄城县志［Ｃ］／／佚名．中

国地方志集成·陕西府县志辑：第２２册．南京：凤凰

出版社，２００７：９７２００．

［１８］ 李德淦，洪亮吉．泾县志［Ｍ］．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

公司，１９７５．

［１９］ 陈鸿森．洪亮吉北江遗文辑存［Ｊ］．中国文哲研究通

讯，２０１３，２３（４）：２０１２５０．

［２０］ 阮元．蝟经室集［Ｍ］．邓经元，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９３．

［２１］ 佚名．清史列传［Ｍ］．王钟翰，点校．北京：中华书

局，１９８７．

［２２］ 韦勇强．论学术交往对乾嘉学者学术声望显隐之影

响———以钱大昕、赵翼、章学诚、崔述为例［Ｊ］．广西师

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１（２）：１３７１４１．

［２３］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Ｍ］．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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